
前《铿锵集》记者Rachel（化名）保留著以前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蜡烛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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抹去与传承：33年后，香港的六四记忆之战

“要抹去香港人的记忆，需要多久时间？”但我们知道，有人仍在努力守护真相。

六四周年 香港 深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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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园六四集会案 国殇之柱 民主女神像 八九六四 六四周年

民主女神像失了踪。安家在香港中文大学山脚11年，她在2021年12月24日天未亮时，被校方悄无声息抬

走。校生赶到，广场上只剩下一个方框痕迹。今年六四，她第一次缺席了。

中大学生Luna（化名）强调，民女是“被偷走”的。她说民女温柔而坚实，是校园内外公共的连系。这份连

系不能断，Luna就和几个同学制作3D迷你民女雕像，放在校园不同角落，呼吁同学把这些承载着六四回

忆的小雕像寻找出来，延续这份记忆。

记忆来自1989年，黑夜里的北京，军队开枪镇压示威民众，香港人彻夜难眠。那一年，有青年大学生、记

者北上支援、报导运动，年纪更轻的孩子在电视机前、或在家人的眼泪中，目睹时代的转折。

33年后的今天，他们之中，有人加入支联会，坚持悼念六四，甚至身陷囹圄；有人成为记者，报导六四直

到不可报导；有人做了老师，教书育人，却再不敢向学生多谈“敏感”历史；有人成了学者，研究香港人为

何忘不了六四。

历史曾在千里之外，记忆在香港落地生根。超过30年的纪念行动，成了属于香港的历史和记忆。九七主权

移交后，随政经局势变化，传承六四记忆本已面临更多困难；国安法后，公民社会急遽萎缩，维园再被封

锁。从公共空间到法庭，从传媒到教育环境，在记忆与遗忘之间，我们将走向哪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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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12月24日，中大民主女神像被拆除后，平安夜晚上有市民、中大学生及校友到民主女神像原址燃点蜡烛悼念。摄：林振东/端
传媒

当公共的六四纪念物消失，以新实践延续记忆 


2021年12月，两个著名的六四纪念艺术作品——香港大学的国殇之柱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民主女神像，先

后被校方移除。

“民女唔见咗（民女不见了）。”12月24日清晨7时许，中文大学前学生会成员Allan（化名）拿起电话，那

头传来同学的声音，他马上醒了一下，立即联络熟识的学校职员，但原来连职员也非常震惊、对民女“失

踪”一事并不知情。直到今天，中大仍未公开民女的去向。


“没想到她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我们。”Allan说。“在同学眼中，民女除了象征普世价值，还是我们的共同回

忆。”


中大学生习惯叫民主女神像作“民女”，附近一带变成“民女广场”。约朋友食饭、新生入学迎新营、六四悼

念，一句“民女等”，大家心领神会。不少校友在网上贴出照片回忆，民女曾被戴上黄色头盔、成为反修例

运动的象征；又曾被披上彩虹带，成为性别平权行动的一部分。

民女雕像于2010年由中大同学及市民护送入校园，当时至少2000人聚集在大学站广场保护民女。“2010

年，社会仍容得下大陆不喜欢的东西，校方仍有自主空间；现在，社会不容许我们有异于政权版本的记

忆，所谓敏感的价值观已经不被接受了。”Allan说，“感觉我们一部分的自己被强行夺走。”

当天下午，Allan和一些同学自发到空荡荡的民女现场，放下花束和电子蜡烛，悼念消失的民女。有人哭得

双眼肿了。

学生Luna也去了悼念。她感觉从入学开始，民女一直在那，像“家人”一般陪伴。除了纪念六四，Luna还

觉得民女是一种艺术的温柔，令公共空间有了意义，提醒人们毋忘历史。“不用大声呼吁，她是坚实、默默

地站在那里......她成了一种公共的bonding。”



于是，她和几个同学商量，要“想办法带民女回家”，有读建筑的同学提出制作3D迷你民女雕像，并开始搜

集不同角度的民女照片，制作电脑模型。大家合力制作了超过30个迷你雕像，以校园寻宝方式，用IG贴文

提示同学“寻宝”；有同学在贴文推出后，百米冲刺从饭堂跑向教学楼，成功觅得雕像。

Luna说起继续悼念六四的意义，“当我们仍记得那些人，他们就从未真正死亡。”然而，本打算做到6月5日

的“寻找民女”，因有同学见到校方职员取走迷你雕像，风险评估后，在6月3日提早结束。

民女消失前夕，香港大学国殇之柱也被突然拆走。 


2021年12月23日凌晨，香港大学把悼念北京六四事件的雕塑《国殇之柱》围封及拆走。图片拍摄于2021年10月12日。摄：林振
东/端传媒

大律师黄瑞红是1997年护送国殇之柱入港大的学生会成员之一。得知国殇之柱在半夜被校方围封、拆件搬

走时，她感觉自己“理性上有准备，发生一刻却仍然很失落”。

黄瑞红仍记得当年六四夜晚，维园集会结束后，她坐上运送国殇之柱的货车，带领司机驶入港大校园。在



闸口，民众、学生与保安对峙，其后因有私家车被困当中，保安升起车闸，群众一拥而上，在与警方争持

一番后，货车得以入校，人们唱起了“We shall overcome”。

国殇之柱落户港大，黄瑞红感觉，这件艺术作品在香港的土地生长出新的故事和意义：它与同学朝夕相

对，成了自由的地标，洗刷国殇之柱亦成为支联会每年悼念六四仪式的内容。当国殇之柱被搬走，广场成

了空地，又加建了台凳，“消失的展品、涂白的空间，本身就是一种display。”

“它的角色未完。”她说，“那天新闻影到的相片，它像裹尸布被工人抬出。有一日它会重生的。” 


这一年，人们正准备以不同的新方法纪念六四。港大学生6月3日开始在校园派发印有国殇之柱的透明卡

片。港大二年级本科生Matthew（化名）表示，在太古桥的六四标语被校方抹去之后，他们仍希望可以提

醒人们记得六四，“我们都面对同一政体。”

港大二年级本科生Matthew（化名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被斩断的六四报导传统、仍在努力的记者 


各式各样悼念六四的方式，过往是媒体焦点，但随着支联会核心成员被囚、团体解散，和《苹果日报》、

《立场新闻》、《众新闻》被逼停运，红线处处，相关活动的报导数量和篇幅都大幅减少。

仍有人继续报导。Sean（化名）是一间本地传媒机构的记者，他说今年公司仍旧鼓励同事就六四报题，亦

没有“kill故（不批准刊出）”。然而，困难在于，失去支联会，可做的故题减少；与此同时，寻找受访者变

得愈发困难，很多支联会、民主派人士在狱中，外面能受访的人都多了顾忌。

“空间确实比以往小了。”Sean说，“政治环境改变，同事有顾虑，担心报导影响受访者、公司，去到某些

位置会有一定程度的自我审查。”

报导刊出，他松了一口气，这是他以前不会有的感觉。 


X先生是一名六四见证者，他告诉端传媒，近日有两间本地传媒记者曾邀他做访问，他请记者向上司确认能

否刊登内容，结果两名记者最后都告诉他，取消访问，其中一位甚至说，公司要求不能再做“类似的报

导”。

“其中一位记者告诉我时，感觉她／他真的伤心。”X先生说，“但我都觉得欣慰，起码仍有人认真想做。” 


“好像无声无息。”前有线中国组成员A如此形容今年香港的六四报导。 


过往传媒报导六四，大多从4月开始。支联会在清明节献花，做复活节民主传讯，5月到各区巡回宣传，后

来还有放风筝等纪念活动，再有就是星期日大游行、六四维园烛光集会。烛光集会通常是部分传媒的头

条。不仅如此，传媒还会策划专题报导。如学者李立峰所指，每年新闻成了一种“记忆动员”。

国安法实施后，媒体和记者遭司法检控，仍生存的媒体均对政治报导谨小慎微。 


“（当局）这招高明，他不阻碍你访问，而是令香港媒体不敢再做。”A告诉记者。 


有线中国新闻曾是家喻户晓的王牌节目，2002年设立，是香港社会了解中国的眼睛，从西藏拉萨骚乱到四

川汶川地震，从广东乌坎事件到六四工运领袖李旺阳“被自杀”......然而，有线新闻管理层“换血”之后，

2020年12月，新闻部包括《新闻刺针》全组记者共40人被解雇，中国组全组及其他部门主管即时辞职抗

议。

到“总辞”为止，有线中国组做了19年的六四报导工作。 




他们回忆，每年6月3日，中国组记者就到当年死伤最惨重的木樨地“巡回”，或坐车或扮作行街，带著小型

摄录机兜来兜去。有负责监视的公安上前发问：今年六四你们做不做？

“我们的标准答案：话唔做就系呃你㗎遮（说不做是骗你而已）。他们就说：你不要下车，下车就拘捕

你。”

多年拉锯，记者和公安之间似乎已有“默契”——不靠近、不追访、离远看。由于公安会派人到遇难者亲属

楼下看守，或要求他们“旅游”，中国组记者需提早半年甚至一年开始采访，尤其“逢五逢十”的周年。

中国组记者亦与遇难者亲属形成合作，每年家属去万安公墓拜祭，都会自行拍片、影相，和记者约地方交

收影片，记者马上传回香港作报导，“我相信当局知道我们这个运作。”

中国组早期的专题报导围绕“内地如何坚持记忆、反记忆”，A说“就像现在的香港。”2012年，中国组报导

六四作为全国性运动，记者林建诚访问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，报导6月2日播出，6月6日，李旺阳伏尸窗

边，颈系白绳，双脚着地。

“我第一次收到电话的时候，我难以置信。”A沉默了一阵，“李旺阳事件令我们有一个警号，原来出来讲六

四会死人的。”

除了内地当局的压力，A发现，来自香港传媒机构高层的压力也终于落到头上。 


2019年，六四30周年，时值有线易主被质疑“中资染红”，中国组原本计划六四前播放一共5集的六四专

题，执行董事冯德雄却质疑每星期一集、每集时间太长，并提出推迟到六四后播出。记者激烈争辩，最终

双方妥协：专题放在财经资讯台，每次半小时，但必须在六四前播出。

最后一次面对六四报导的压力，在2020年，中国组访问了天安门母亲张先玲，结果新闻台播出的版本里，

张谈及港版国安法内容被删。同年年底，因裁员风波，中国组集体请辞。

和有线中国组一样，有超过40年历史的港台节目《铿锵集》也经历了“换血”过程。 


《铿锵集》前期报导六四并无太多阻力。2009年六四20周年，时任广播处长黄华麒曾质疑制作4集节目是

太多，又要求提前看片，但被编采部成功挡下。直到国安法后，2021年李百全上任，用新的编委会制度审

查节目选题，六四及其他政治议题终要停产，改为做民生故事。



Rachel（化名）以纸巾包裹著以前参加六四烛光集会的蜡烛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2021年，前《铿锵集》记者Rachel（化名）曾提出两个六四题目，均遭否决。6月，《铿锵集》整组被停

工，Rachel决定辞职，一同离开的还有监制李贤哲及其他同事。

Rachel在节目组最后一次做六四报导，是2020年。从前她觉得“来来去去都是那些（内容）”，如今却明

白，“有人讲、有人见证，可以报导是很重要。”

如今港台公共事务部只剩3个节目，一个讲共荣，一个讲文化艺术，还有一个重温香港昔日变迁，“无一个

可以承载六四报导。”《铿锵集》也早已交给教育组和外判人员负责。

中国组前记者A感叹，六四报导只是香港传媒巨变的一个例子。“要抹去香港人的记忆，需要几耐时间？” 


A回忆多年报导生涯，尽管做的大多数是大陆六四题材，但最让他感动的是维园的烛光：“无论时局如何变

化，每年始终有一班人坚持表达想法。”

香港仍然有人在乎这件事 我知道仍有好多香港人记得



“香港仍然有人在乎这件事。我知道仍有好多香港人记得。” 


在教育界，传承六四仍有可能吗？ 


要记住六四历史，需要传承下去。可是，在香港教育界，六四变了禁言。 


对通识科老师Tom（化名）和中史老师B先生来说，从前可以自由教授六四的日子早已不复存在，剩下的只

有红线处处的课堂，和照本宣科的字句。

在Tom看来，中学教育的风暴是从2019年开始。 


反修例运动爆发后，不少中学生发起“校内关注组”，被捕者当中亦不乏学生，建制派和高官开始归咎通识

科。有份推动通识教育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说，通识教育造成现在年轻人的问题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也

说，通识科“从第一日就有问题”。

通识科老师Tom（化名）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Tom是在2006年成为通识科开科后，全港第一批教授通识科的老师。他对这科目抱负热情，然而，15年

的努力，就在2021年被划上句号：通识科被正式改名为“公民与社会发展科”。

“公社科不讲求‘批判’，背诵罢了。”Tom说，“真的变成爱国教育。” 


从通识科的议题探究模式，转为公社科的正面价值观教育，Tom发现，他失去的不仅是和所有老师一起对

科目超过10年的摸索，更是在红线之下教授六四等政治敏感议题的空间。

由于教材仍在送审，Tom选用教育局出的公社科教科书，但教科书内容还未编写到改革开放，因此暂时是

没有六四内容。

不仅如此，令人惧怕的新闻陆续传来：2020年，宣导小学一名教师采用港台节目《铿锵集》其中一集内容

《触不到的红线》作为教材，而被指宣扬“港独”，被取消教师注册；2021年，在网上以“vawongsir”名义

发表政治漫画的视艺教师，遭人向教育局匿名投诉、被裁定专业失德。

Tom不敢再教六四，只按教育局课本宣读。“我会过滤所有可能被抽秤的内容......这是白色恐怖。” 


传递六四历史，对中史科老师B先生来说，曾经也是一件重要而严肃之事。课程大纲一直没写明要教六四，

但教科书会在“改革开放”章节多多少少提及六四内容。不过，B先生从不“跟书”，而是播放新闻影片、纪录

片，又告诉学生当年他如何在电视机前看着六四发生。

然而，如今B先生对学生失去信任。“你不知会不会被学生笃背脊（打小报告）。可能小朋友好单纯，但他

回家告诉父母，你不知道父母会做出什么。”

相比六四传承，他更痛心香港现状，包括媒体停运和公民团体解散，“这些比六四对香港人冲击更大。我小

时候觉得六四冲击好大，但现在回头，六四发生在北京。”

他忧愁地说：“我觉得不是六四令人抑郁，根本成个社会都令人抑郁......身边好多老师移民，大家都不觉得

香港有光明。感觉成个香港都冇咗。”

“明年都不知会否仍有六四报导。”在深夜这通电话，他这样告诉记者。 




前支联会常委卢伟明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支联会从烛光集会走到法庭，如何将六四论述讲下去 


在传媒的记忆动员、老师的记忆传递以外，贯穿香港超过30年六四记忆的，是支联会这个组织。然而，维

园点燃烛光，今年再被禁止。

前支联会常委卢伟明、梁锦威参与组织烛光集会多年，被问及最深刻的记忆时，二人不约而同说，是2013

年6月4日的烛光晚会，香港下了一场暴雨，维园断电了，6个足球场大的地方，市民没有离开。

没有灯光，没有音响，大会仪式靠大声公及口耳相传。维园有点黑，外围草地甚至有地方水漫过膝。人们

一边撑着雨伞，一边点起烛光，互相帮忙，传递星火，很快地，雨中烛海蔓延至远方。

“一支蜡烛有什么力量？话熄就可以熄灭。”卢伟明说，“但现场成千上万，在雨中人们不肯离开，我感到好

震撼。”

2020年，警方以疫情为由，反对支联会举行六四晚会。然而，6月4日，支联会到维园做网络悼念，市民

如既往涌入维园 既有过往参与悼念六四的人 也有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支持者 时之间 两种口号



一如既往涌入维园，既有过往参与悼念六四的人，也有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支持者，一时之间，两种口号

交织在一起，新世代对悼念六四的质疑，似乎被六四此刻的在地意义消弭了。

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梁锦威说，他未必认同所有口号，但他认为，“那次集会是六四在30年之后，真正再和时代扣连起来。” 


当日出现在维园的24名支联会成员及民主派人士，后来被送上了法庭，判处监禁，包括李卓人、蔡耀昌、

梁锦威等人。在陈情的时候，李卓人数度哽咽：“维园烛光就是毋忘六四的象征，是记忆与遗忘的抗争......

到今天，我坐监明志，亦只有如此。”

2021年，警方继续以疫情禁止支联会在维园举办集会，时任支联会副主席、大律师邹幸彤在报刊文章及个

人Facebook撰文，呼吁人们无论身在何处，点起烛光，悼念六四。6月4日清晨，邹幸彤遭拘捕；当晚，

市民一如前年，涌到被铁马重重封锁的维园外面，在警方驱赶下，流水式游走于附近的大街小巷。

最终在2021年9月，邹幸彤因支联会被指为“外国代理人”、“煽动颠覆国家政权”而再度被捕，保释被拒，



同案还有李卓人、何俊仁。自此，她开始把多年来香港社会主流的六四论述，放置到公开的法庭空间里。

在2021年六四煽惑非法集结案中，邹幸彤指出警方以《公安条例》“预防性拘捕”的做法是对基本人权的不

合理限制，并希望法庭考虑检控背后的政治目的、当局手段是否多于必要。她在自辩中，回溯了支联会坚

持平反六四的精神、置办民间六四纪念馆的困难，以及港人超过30年参与烛光悼念晚会的历史。

“是香港人，是30多年每一个在维园点起烛光，普普通通而善良的香港人，教会我，什么叫择善固执......如

果法庭一定要用煽惑、被煽惑这些字眼，不如说，是香港人煽惑了我要按良知行事。”

法庭判她罪成。她又在最后的陈情里，称法庭宣判她的文章有罪，“就是参与这场洗刷六四的工程”；她读

出8份天安门遇难者家属的证言，说遇难者家属的声音有必要出现在庭审的纪录之中。

陈情获公众席掌声，当中部分人士被警方以“做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”拘捕。 


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教授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
记忆的痕迹 
 众多空间收窄之下，究竟六四的记忆在香港还可以走多远呢？ 


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教授和教授陈韬文，做了10年有关的六四记忆的研究，于2021年发表学

术著作，讲述香港人为何忘不了六四。

公共悼念、传媒报道、学校教育等，恰恰是动员、传递、制度化记忆的重要环节。李立峰说，这些有利条

件确实在减退，但对于香港会否忘记六四，他并不太过悲观。

“如果要全面封杀，还要封什么？比如大学、公共图书馆里面任何有关六四的书，是否这么容易封？第二，

香港的互联网和外间的联系。可以封锁到几彻底？第三，纯粹私人的领域。比如家庭，这对记忆传承很重

要，香港的家庭内部可以如何做？​​”

前支联会常委梁锦威说，他仍期望大家以不同方式纪念六四。“今日政权都唔敢讲悼念六四是违反国安法的

事情。”他说，“有无国安法，纪念六四都重要，重要在于它是一种信念的传承。”

邹幸彤最近一次上庭，是2022年5月31日，支联会国安法案件。她甫踏入法庭，就大叫：“毋忘六四，抗

争到底！”她仍戴著黑框眼镜，扎起马尾，手捧厚厚文件——她在狱中没有基本文具，只有橡筋可用来扎住

文件。

公众席很安静，法庭职员马上敲门叫：“Court——！”庭审开始了。 


邹幸彤在2021年接受访问时，曾说：“我想拣一条路出来试下，是否真的可以在极权下守护自己的尊严。”

在端传媒访问的最后，李立峰找出一张照片，上面是红磡一条天桥，地面写了一句反修例运动的口号，被

清洁工以油漆遮盖，然而却隐约可见。

“你要抹走表面那层记忆，是相对容易的；你要将所有记忆的痕迹抹走，其实是好难的。” 




2021年6月4日，香港维多利亚公园。支联会早前申请在维园举办六四悼念集会遭警方反对，警方调动7000警力在全港高调戒备，往
年满布烛光的维园足球场空空如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
